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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探討的金初的東宮官性質，其時間斷限是由金太祖收國元年（1115）至金熙宗皇統九年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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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5〈海陵紀〉，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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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曾瑜認為金太宗於在位末年的天會十二年（1134）正月甲子，頒布「天會官制」，但他於

天會十三年（1135）正月己巳駕崩，來不及看到這個官制改革的正式推行。「天會官制」

反而要等到熙宗即位後，才能正式落實推行。王曾瑜又認為熙宗的官制改革不應稱為「天眷

官制」，而應稱為「天會官制」。可參考王曾瑜，〈金熙宗「頒行官制」考辨〉，載姜錫東、

李華瑞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 6 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5），頁 290。就筆者

的意見認為，熙宗早於天會十三年三月己卯，便開始著手改動勃極烈制，並以漢族王朝的三

省六部制作為金朝中央的新行政樞紐。因此筆者也認為熙宗的政治改革，反過來命名為「天

會官制」，更較「天眷官制」來得適合。

4 《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16。洪皓《松漠紀聞》收載了金朝群臣於天眷二年（1139），

上奏熙宗建議確立金朝新官制的珍貴劄子：「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

事，而不可闕者也。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紛，官無常守，事與言戾，

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鏟弊救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

九辨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經武略，文物度數，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

之十二載也，威德暢洽，萬里同風，聰明自民，不凝於物。始下明詔，建官正名，欲垂範於將

來，以為民極。聖謨宏遠，可舉而行；克成厥緒，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天性孝德，欽奉

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當唐之朝『品位』、『爵秩』、『考核』、『選舉』，其法

號為精密，尚慮拘牽，故遠自開元所記，降及遼、宋之傳，參用講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

古；取正於法者，亦無徇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上進御府，以 乙覽，恭侯聖

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名賓實舉，興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舊貫。除

用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倘涓埃有取，伏乞先賜頒

降施行。」見宋．洪皓撰，翟立偉標注，《松漠紀聞》（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頁

44。上述劄子沒有明言出於哪些官員的上奏，但從熙宗推行的「天會官制」得力於韓企先、

韓昉、宇文虛中及蔡靖，則筆者大約推斷應是由他們聯署上奏此份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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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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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王繪著，《紹興甲寅通和錄》，載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長春：吉林文史出

版社，1995），頁236。

6 宋．張棣原著，傅朗雲輯注，《金圖經》，載傅朗雲整理，《金史輯佚》（《東北史料薈

萃》，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頁80。

7 《金史》，卷 75〈左企弓傳〉，頁 1724。同書卷 78〈劉彥宗傳〉亦記載：「太祖奄至，駐蹕

（燕京）城南，彥宗與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見，器遇之，俾復舊，遷左僕射，佩金牌。」

（頁1769）仍然保留劉彥宗（1076-1128）原有的遼朝官職，使他甘心歸順金朝。

8 王曾瑜，〈遼朝官員的實職和虛銜初探〉，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文史》第 34 輯（北京：

中華書局，1990），頁16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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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鄧小南認為唐朝中葉以後，由於朝廷以職事官賞賜給官員，導致職事官冗濫及隊伍分化。職

事官可以用來治本職，又可以用來充他職；甚至用來坐享俸祿。這成為北宋初職事官組成職

事官階，以差遣為實職的直接原因。可參考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石家

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頁 3 -4；孫國棟認為散官階在唐朝後期濫授，以致不為人重

視，迫不得已以職事官賞賜官員，演變成以職事官職代替散官為階，藉以敘官員的品階及祿

位。直到北宋仍然無法克服這種混亂的官制，反映了唐、宋政治一脈相承的現象。可參考孫

國棟，〈宋代官制紊亂在唐制的根源〉，載孫國棟，《唐宋史論叢》（香港：香港商務印書

館，2000），頁 197。閻步克認為唐朝中葉以後散官階的濫授，導致散官階猥濫和貶值，不

得不將官員俸祿及相應的特權向職事官轉移，從而形成職事官階。可參考閻步克，《品位與

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49。

10 龔延明編著，《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附表 8〈北宋前期文臣京朝官遷

轉官階表〉，頁681-682。

11 王曾瑜認為遼朝的虛銜也有其升遷程序，但具體情況已無從得知。他推斷遼朝的虛銜應有兩

個升遷系統：一是與北宋太子少師至太師的文臣寄祿官的升遷程序相似，但欠缺尚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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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1848

1123

僕射兩級；二是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到尚書左僕射、尚書右僕射、侍中、中書令、尚書

令。可參考氏著，〈遼朝官員的實職和虛銜初探〉，頁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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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2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8210，兵17，頁7043-7044。

13 王曾瑜，〈遼朝官員的實職和虛銜初探〉，頁172。

14 王曾瑜，〈遼朝官員的實職和虛銜初探〉，頁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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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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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1053

1032 -1101 1055 -1101

1059

17

15 向南編，《遼代石刻文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李內貞墓誌〉，頁 53。

陳述《全遼文》亦有收載此墓誌銘，但在校訂上卻不及前者。可參考陳述輯校，《全遼文》

（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4〈李內貞墓誌〉，頁86。

16 《遼代石刻文編》，〈張儉墓誌〉，頁266。

17 《遼代石刻文編》，〈耶律庶幾墓誌〉，頁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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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

18

1069

19

20

1074
21

1080
22

18 《遼代石刻文編》，〈張績墓誌〉，頁314。

19 《全遼文》，卷8〈韓資道墓誌銘〉，頁190。

20 同上註。

21 《遼代石刻文編》，〈蕭德溫墓誌〉，頁371。

22 蓋之庸編著，《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蕭勃

特本墓誌〉，頁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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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23

1084
24

1093
25

1095

26

1096

27

23 《全遼文》，卷9〈宋文通等造經記〉，頁225。

24 《全遼文》，卷 9〈牛溫仁等造經題記〉，頁 227。同卷又記載遼道宗大安二年（1086），〈齊

轂等造經題記〉記載：「軍事判官、承務郎、太子洗馬、雲騎尉、賜緋魚袋權提點齊轂。」

頁227。

25 《全遼文》，卷9〈劉洙造經題記〉，頁244。

26 《遼代石刻文編》，〈添修縉陽寺功德碑記〉，頁464。

27 《遼代石刻文編》，〈王翦妻高氏石棺銘〉，頁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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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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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遼代石刻文編》，〈賈師訓墓誌〉，頁478。

29 《遼代石刻文編》，〈易州興國寺太子誕聖邑碑〉，頁487。

30 《遼代石刻文編》，〈梁援墓誌〉，頁519-520。

31 《遼代石刻文編》，〈故花嚴法師 血辦義經碑〉，頁535。

32 《全遼文》，卷9〈梁援妻張氏墓誌〉，頁56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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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33

1112
34

1113

35

36

37

33 《遼代石刻文編》，〈甯鑑墓誌〉，頁607。

34 《全遼文》，卷9〈蕭義墓誌銘〉，頁250。

35 《遼代石刻文編》，〈馬直溫妻張館墓誌〉，頁635。

36 同上註。

3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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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114
39

1070 40

1117

41

1118

1104 42

38 《遼代石刻文編》，〈丁文 墓誌〉，頁639。天慶元年（1111），陳汭撰寫的〈丁洪墓誌〉亦

記載：「父文 ，太子左翊衛率府率。」見同書，頁618。

39 《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劉慈墓誌〉，頁363。

40 《遼代石刻文編》，〈王師儒墓誌〉，頁645。

41 《遼代石刻文編》，〈姚 墓誌〉，頁665。

42 《遼代石刻文編》，〈鮮演大師墓碑〉，頁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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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126-1207

1056-1137
44

43 《金史》，卷75〈曹勇義傳〉，頁1725。

44 宋．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第 1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 年），卷 17〈政宣上帙

十七〉，頁 121。〈時立愛墓誌銘〉並無提及時立愛在遼末時擁有太子少保的虛銜，但卻記

載他「遂出為諸行宮提轄制置使，權遼興尹，兼漢軍都統，累官至太子少傅。」見河北省文

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新城縣北揚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考古》1962.12

(1962.12): 647。時立愛的實職是諸行宮提轄制置使，權遼興尹，兼漢軍都統；至於虛銜則

是太子少傅。《三朝北盟會編》記載的太子少保是否為太子少傅之誤，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尚

待進一步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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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 2.

46

金初東宮官姓名及官銜一覽表

45 王曾瑜，〈遼朝官員的實職和虛銜初探〉，頁173。

46 有一點需要在這裡指出，張玄素在太宗時的官職為「歷西上閤門使、客省使、東宮計司。」

（《金史》，卷 83〈張玄素傳〉，頁 1868）西上閤門使及客省使，按遼朝官制為武官的虛銜，

但東宮計司卻可能是實職。不過，嚴格而言，東宮計司又非屬於東宮官行列，故此筆者不將

張玄素納入表中；至於曹勇義及時立愛，由於他們在遼末擔任的東宮官，可能只維持到太祖

佔領燕京時。因此為了慎重起見，筆者也不將他們二人納入表中。

47 高楨是表中最特別的一位，他於天會六年（1128）及天會十五年（1137），分別被加太子太

傅及太子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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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48

48 《金史》，卷72〈婁室傳〉，頁1653。〈完顏婁室神道碑〉未有記載完顏婁室逝世後，被贈予

太子太師虛銜一事。可參考清．楊賓撰，《柳邊紀略》，載楊立新整理，《吉林紀略》（長

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卷 4，頁 60 - 67。筆者認為這是由於〈完顏婁室神道碑〉在

金世宗時才鐫刻，對於完顏婁室的事跡，以及金初史事的記載已經出現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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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49

1136
50

51

52

1130-1138
53

49 《金史》，卷68〈謀演傳〉，頁1595。

50 《金史》，卷70〈完顏忠傳〉，頁1623。

51 王曾瑜認為遼朝節度使有實職，也有遙領虛銜；尤其是實職更是文武官員均可擔任，與北宋

以節度使作為武將的官職及宗室的虛銜不同。可參考其〈遼朝官員的實職和虛銜初探〉，頁

174。關於遼朝節度使的性質。可參考林榮貴，〈從房山石經題記論遼代選相任使之沿革〉，

載陳述主編，《遼金史論集》第 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42 -78。雖然

《金史》〈地理志〉記載：「鄜州，下。宋洛交郡康定軍節度，國初因之，置保大軍節度使。」

（《金史》，卷 26〈地理下〉，頁 649）但完顏忠在授封保大軍節度使後不久逝世。因此他的保

大軍節度使是屬於遙授，帶有虛銜的性質。

52 《金史》，卷84〈高楨傳〉，頁1889。

53 《三朝北盟會編》第3冊，卷182〈炎興下帙八十二〉，頁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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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54

55

1127
56

1166-1243

54 《金史》，卷80〈大皋傳〉，頁1809。

55 《金史》，卷4〈熙宗紀〉，頁70。

56 佚名編，金少英校補，李慶善整理，《大金弔伐錄校補》（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1〈賀南楚書〉，頁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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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1129 59

60

57 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 35〈紹

興四年七月〉，頁 552。《金節要》對高慶裔的官職亦有類似的記載：「粘罕（完顏宗翰）

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府，兼兩（西）京留守、西路兵馬都部署。」見宋．張匯原著，傅朗雲

輯注，《金節要》，載《金史輯佚》，頁53。《大金國志》也較為詳細地記載高慶裔的官職：

「（紹興四年）九月，國主（太宗）以……西京留守、大同府尹高慶裔……于九月九日立劉豫

于大名府，國號大齊。」見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北京：中華

書局，1986），卷6〈太宗文烈皇帝四〉，頁103。上述兩書記載的全是高慶裔的實職。

58 天會十二年正月甲子，太宗頒布在中央建立三省六部的官制時，並未以尚書左、右僕射作為

新官制的職官：「尚書省置令（一人），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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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月〉，頁 180）則尚書左、右僕射依然作為官員的虛銜。太宗只是將一部分虛銜正名，

使之成為實職，但東宮官顯然未有跟隨新官制成為實職。

59 《金史》，卷82〈耶律塗山傳〉，頁1836。

60 《金史》，卷81〈王伯龍傳〉，頁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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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閰步克引用張帆與他討論金、元官制時的一段說話。張帆認為金、元兩朝是唐、宋官制發展

的重要轉折點，金、元官制雖源於唐、宋，但前者只是模仿後者的輪廓而已。張帆又認為

金、元官制，較唐、宋官制大為簡化。尤其是四十二階的散官，到金、元時已經變得有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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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e of the Heir Apparent Palace Officials i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Early Jin Period

Benjamin Chun Yu Tsang

Abstract

The bureaucratic systems of both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are seldom

discussed by historians nowadays when discuss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reaucracies.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bureaucracy in place during

the early Jin period is particularly lacking.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focus has

been placed instead on the Tian Hui bureaucratic system established

by Jin Xizong , and the fact that historians mistakenly believe that the

Jin Dynasty merely built upon the traditional Jurchen bureaucracy in place

when they conquered Liao. In reality, the Jin rulers used former Jurchen

officials and adopted Liao’s bureaucratic system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ir

rule. Jin rulers even implemented this system in Northern Song.

A key feature of the Liao system is that the officials simultaneously had

both actual duties and symbolic titles. In addition, the succession system in the

early Jin period has been overlooked by historians for quite some time, too.

The Heir Apparent Palace bureaucratic system was not in place

during the early Jin period, and yet there were Heir Apparent Palace officials

.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ature of these Heir Apparent

Palace official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Heir Apparent Palace officials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Jin Haili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nature of the Heir

* Benjamin Chun Yu Tsang is a programme manager in the Li Ka Shing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t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pparent Palace officials in the early Jin period,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re is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of the Liao Dynasty and

that of the early Jin Period.

Keywords: Liao dynasty, Jin dynasty, Heir Apparent Palace officials, bureaucratic

system, imperial suc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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